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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韩炳哲将过度化生产、超负荷劳作和数字信息大爆炸所造成的个体疲乏与困倦的当代社会称为“倦

怠社会”。倦怠社会是一个功绩社会、积极社会而非懒惰社会、消极社会，工作积极主义成为个人的精神政治学，

自我加速和自我施暴成为倦怠社会成功的关键。在倦怠社会，自我精神暴力疾病日益突出，积极消费、娱乐主

义成为化解倦怠的至上之选。然而，倦怠社会的劳动美学却表现出三种困境：作为整体存在论的劳动美学与作

为个体生存论的劳动倦怠之困，作为技术决定论的劳动美学与作为自我生成论的劳动观念之困，神圣时间下的

倦怠社会的时间辩证法之困。只有通过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生活观和劳动观，弱化自我加速和功绩主体的定位，

防止数字劳动的畸形，主动建构抵消数字资本、技术平台牵制的生活模式，回归美好生活的实质，才能构建劳

动美和生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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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问题研究 ]

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一书中将当下时代描述为功绩社会、积极社会、“兴奋剂社会”，相应地，

当下时代的“人”沦为功绩主体（又译“KPI 主体”）、自我施暴者、加速主体。人工智能和数

字社会带来的便捷和高效并没有让人获得更多休闲与安逸，反而让人陷入繁忙、沉重和日益倦怠

之中。人们为了完成工作、为了完成业绩、为了所谓的更好生活，陷入了不断加速、不断自我施

暴之中，在劳动与休闲、生存与生活、精神与肉体层面反复横跳和切换自我的精神状况，直至精

疲力竭，成为倦怠主体。韩炳哲将这一倦怠主体描述为“倦怠的普罗米修斯” 。韩炳哲的倦怠社

会概念引发了数字时代和智能社会对劳动美的精神政治学审视，这一审视既包括劳动进化状况的

时代之变，也包含智能劳动时代人的精神状况之变。梳理倦怠社会中人的精神状况的典型特征、

厘清倦怠社会的劳动美学之困、重塑人的劳动精神政治学，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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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倦怠社会之中人的精神状况的典型特征

（一）自我精神暴力疾病日益突出

福柯将 18 世纪之后的现代社会称之为规训社会和“疾病分类政治学”（Noso-politics）的社会 [1]，

将医院、精神病诊所、监狱、营房、工厂等空间和机构作为规训的场所和权力机构。规训社会的

典型特征在于暴力和规训是一种外在的驯化，主体是在特定空间被外在权力规训的“驯化主体”。

工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带来了人的精神分裂、不断异化、逃逸，德勒兹将其揭示为“千高原”。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智能设备不断便捷化人们的工作，改善着劳动的效能。劳动的时间变得

更加自由，人们在健身房、办公楼、咖啡馆、购物中心消遣娱乐时都可以处理闪烁于屏幕上的工作。

这时，人们就从外在驯化主体走向了自我驯化的功绩主体。人们成了自己的雇主，规训的围墙不

断从有形变为无形，从外界走向内在，从物质走向精神，从外在规训走向自我驯化，从权力的否

定性惩治演变为自我绩效的肯定性加速。工作和劳动不再是外向型的硬性驱动而是内向型的自我

驱动。自我加压和自我绩效导致自我精神状况的免疫系统受损，人们患上了注意力缺陷的疾病、

患上了疲劳综合征。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加速使得人的身体似乎也丧失了器官的感受性能力，成为

无器官的身体，自我成为一种欲望机器和效能机器的融合体。按照德勒兹的解释，“无器官的身

体”可以理解为“疑病患者的身体、妄想狂的身体、精神分裂的身体、嗑药的身体、受虐狂的身

体……”[2]。无器官的身体隐喻意在表明身体已经处于疾病状态，随之而来的就是精神疾病的不断

暴发。从主体角度而言，自我陷入肯定性的自我加速漩涡，只有不停地工作、不停地娱乐（购物、

健身），才能抵消这种因绩效主义加速运动所带来的身心倦怠和由倦怠引发的焦虑。韩炳哲将其

称为“肯定性暴力”，这种肯定性暴力是由于过度生产、超负荷劳作、数字信息过量导致的自我

暴力。“由于过量导致的疲乏、困倦和窒息感也并非免疫反应。它们都是神经暴力引发的现象，

由于它们不是由免疫学的他者所致，因此是非病毒性的。”[3]9-10 自我精神暴力的疾病不是免疫类

疾病，也不是病毒性疾病，它的攻击对象是自己、攻击源头也是自我精神。自我精神暴力疾病是

自我系统内部的疾病，是一种加速社会之下的精神梗阻，它是面向无尽“操劳”状态的恐慌反映。

自我精神暴力之眼不同于“美杜莎之眼”，美杜莎之眼是陌生美丽和恐怖直视的极端形式，自我

精神暴力之眼是睁开双眼却反观自身的恐怖暴力。

自我精神暴力疾病不是敌我矛盾，而是自我矛盾。它产生于加速社会下的自我绩效、自我完

善之中，甚至是在宽容平和的状态下显现。作为自我精神暴力疾病的患者经常用健身、喝咖啡来

消磨时间焦虑和对抗倦怠，他们工作生活中一切正常。然而，其隐藏于正常生活之下的非正常精

神状态却很难被外界捕捉，也很难被外界拯救。自我精神暴力疾病以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

疲劳综合征出现，在一个自我系统内部不断重复上演，直至燃尽自身、无比倦怠、精疲力竭。

（二）工作积极主义成为个人的精神政治学

超负荷工作、满载绩效和加速主义不一定带来倦怠，但自我加速和自我完善或将引发自我精

神倦怠。自我加速和自我完善不一定完全指向生存论的劳动和工作，也指向虚假性的积极生活和

消费主义的娱乐。当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阶段过渡到数字阶段，身体的剥削和时间的控制已经发

生转变，表现为给予身体的自由和劳动时间上的自由。正如有学者所言，“随着资本积累模式的

升级换代，速度代替数量的速度经济成为当代资本积累的重要物质杠杆。在平台化积累方式的推

动下，时间和速度已然是当代资本积累的关键要素，其在积累方式平台化发展中塑造了独特的资

本主义时间景观” [4]。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时间景观表现为各种形态的加速主义运动，大数据、

人工智能、算法成为这一运动的技术利维坦。加速主义运动不仅体现为工作和劳动的效率至上，

也体现在休闲娱乐和生活的积极主义行动之中。针对工作的自我监控和针对生活的自我监控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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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展现为工作中要做 KPI 主体，生活中也要做 KPI 主体。工作被一个个业绩主导，生活被一

个个休闲娱乐的日程主导。韩炳哲指出，奢侈消费品、高档健身房、高档艺术品成为治愈倦怠、

彰显积极生活、体现个人精神政治的有效形式。然而，娱乐和工作、生存和生活本就不能二分。

事实上，资本主义从福特主义走向后福特主义、从鼹鼠游戏走向蛇游戏、从管制主义走向自由主

义，已经将商品生产从物质领域推进到精神领域阶段，数据成为生产力要素，情绪成为商品，情

感成为可交易的“物”，每一个功绩主体都可以自由地用积极工作和生活彰显自我的独特。然而，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有效且智慧的体系，它可以对‘自由’进行充分的利用，包括一切与‘自由’

相关的实践、表达，比如情感、游戏、交流等” [5]4。积极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生活化叙事，不论

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我们都把“无限自我生产”作为一种积极叙事的逻辑去践行。

在工作中遭遇挫折和失败时，人们首先不去质疑公司、平台规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反而去

反观自身是否哪里没有尽善尽美。自我施压和自我绩效促使自己向心中的完善自我迈进，然而，

“在自我剥削的新自由主义政权中，人们其实是向自己发起了侵略。自发侵略没有使被剥削者成

为革命者，而是使他们意志消沉，无法振作” [5]9，进而通过积极生活来疏解工作中的倦怠。在数

字时代，工作不只是坐在办公室、写字楼里的工作，它也可以在家中、地铁、咖啡馆中进行。但是，

自由劳动的时间观念带来的不一定完全是便捷和高效，也有可能带来无法躲避的时刻处于劳作中

的压力和焦虑。克里斯蒂安斯和杨雪指出：“人的‘数字化生存’业已从预言变成现实，人们既

受益于数字化带来的便捷和高效，又受困于数字之网对生命的束缚和压制。平台经济持续不断地

侵蚀着我们醒着的时间，使当代的数字劳工变成无休止工作的经济人，屈服于资本逻辑的操控，

由此引发数字时代的生命政治问题。劳动者在数字工厂的高压环境中不得不疲于奔命，以至于精

疲力竭，深陷倦怠之中。”[6]89 这是由于资本的贪婪和不断革新的高效能数字新技术，这些技术从

人那里获取的数据能量已经远超过了人的实际需要。大数据在让一切变得可视、可控、高效的同时，

也导致数字平台和抽象软件（各类 APP）与有血有肉的人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大数据驱动、操控、

管理工人，下达业绩、完成自动考核，人则沦为平台的利润机器和活的效能附属物。平台的算法速度、

智能的革新速度、数据的完善程度似乎已经超过人自身的现有身体能力，使人在不断的加速中精

疲力竭。因此，就有了“有限的现实之人与抽象算法无限增长的必然性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令人沮

丧的顶点”[6]98。计算理性主义让有限变成无限，让现实变成虚拟，让“积极”成为必然性增长。

（三）积极消费、娱乐主义成为化解倦怠的至上之选

当下，“取悦自己”成为一种生活和娱乐的座右铭。然而，这种取悦不一定是自由自为的心

境享受，而是虚假积极生活的例行公事。积极消费、娱乐主义成为化解倦怠的至上之选。在生活中，

我们以消费主义取代本质主义，积极生活本身亦演变为一种带有符号性质的消费展示。鲍德里亚

以消费物及其展示为切入点，揭示了在物的符号消费生存状态下人的抽象化和异化现实，资本主

义社会就被定义为“景观社会”，这是一种工业资本主义生活消费的景观。“物远不仅是一种实

用的东西，它具有一种符号的社会价值，正是这种符号的交换价值才是更为根本的——使用价值

常常只不过是一种对物的操持的保证。” [7] 这也充分表明人沦为了卡西尔意义上的“符号的动物”，

“这意味着在消费社会里，人们占有物的真实内涵不是蕴含在物的表面上的使用价值，本质上是

追求体现在物中的符号意义” [8]。生活的符号主义崇拜、消费主义泛滥、形式主义程式，引发主

体性的精神焦虑、空虚和无内涵性，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符号消费以即刻满足（购买的便捷化、

物流的快捷化）为基础，在可见的社交平台（微博、微信朋友圈及其他社交平台）中获得即刻展示。

数字化网络和可见社交平台为积极生活增添了即刻展示的翅膀，数字社交平台成为积极生活的见

证者、开发者，但也让生活陷入符号消费主义色情展示的深渊。

我们在健身娱乐、游戏娱乐、社交娱乐、手办娱乐、饮食娱乐中穿梭，我们在数字化娱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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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中陷入了对富有道德和至善意义的精神享受的疏远和冷漠。我们在娱乐中无比自律，我们将

娱乐活动和娱乐获得感发展为一种个体的精神政治学。不好好娱乐就是未好好生活、未能愉快工作，

娱乐变为有一种政治的强制性。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今天的娱乐现象的特点在于它远远超越了

空闲时间的现象。例如，寓教于乐原本与空闲时间并无关系。娱乐的无处不在表现为娱乐的绝对化，

这恰恰消除了工作和空闲时间之间的界限” [9]。当娱乐走向必然、娱乐和展示合流，娱乐就变得

是政治性的而非自治性的，当娱乐成为疏解劳动倦怠的认知性态度，娱乐就会是至上主义的存在，

娱乐至死与终身学习、工作一生成为同一话语。并且，积极娱乐的至上主义引发了沉思性生活和

反思性批判能力的下降。娱乐将一切时间凝固为当下，数字社交、信息技术对人们的时间经验的

威胁使自我时间生产机制受到阻碍，在对待过去时，人们不再接续传统、凝聚共识，逐渐遗忘；

在对待未来时，人们不再渴望创造、建构理想，缺乏想象。“一切都将沦为娱乐：当我们既不严

肃地沉思过去，也不忧虑地设想未来时，也就标志着我们进入了娱乐化的时代，一个信息化导致

娱乐至死的时代。而泛娱乐化时代的到来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时空加速和健忘流行。” [10] 在积

极娱乐至上主义的观念中，娱乐变得并非娱乐本身，娱乐变成唯一目的，但娱乐所引发的愉悦性

感受却逐渐降低，用娱乐对抗倦怠的效果正在减弱。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言，“每一个对闲散没有

感觉的人因没有这感觉而显示出他还没有将自己提升到‘那人性的’（det Humane）水准上。在

这样一个人的生活里有一种不知疲倦的活动使得他被隔绝在精神的世界之外而将他置于动物的类

别中……” [11]。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用各种琐碎、过量的数字化网络娱乐信息填补无聊的娱乐时间，

实际上已经远离了“那人性的”水准，我们变成了网络视觉机器甚至是偷窥狂人。

二、倦怠社会的劳动美学之困

（一）作为整体存在论的劳动美学与作为个体生存论的劳动倦怠之困

恩格斯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12]。这种

对劳动的定义是一种劳动创造论定义，抑或是“劳动创世论”定义，即谈论劳动时不是仅仅谈论

劳动之于生存论的意义问题而是前生存论的意义问题，劳动亦是人类诞生、开启人类纪并取得创

造性进步与发展的存在论问题。一般来说，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所有的

价值创造都凝结着人类的劳动。当我们谈论和践行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

最美丽的观念时，实际上是在从存在论的劳动美学视角谈论劳动之于人的价值和意义，这里谈论

的是“人类”这一存在物的整体状况。劳动“四最”观念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体现了

劳动与美好生活、劳动与劳动者、劳动与劳动精神的统一。但是，当马克思指出 19 世纪资本主义

机器大工业时代劳动者忍受恶劣工作环境和生存压力时，劳动的倦怠主要表现为精疲力竭的身体

倦怠。当资本主义从机器大工业过渡到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劳动的倦怠不再仅仅呈现为身体的倦怠，

而是“身心倦怠”，尤其是心理倦怠。人被大数据的高效和算法的精准代码所捆绑，身体成为算

法机器下的器官与附件，与马克思“局部工人”已经“把自己的整个身体转化为这种操作的自动

的片面的器官” [13] 相比，今日的人已经沦为斯蒂格勒数字时代“一般器官学” [14] 座架下的“整体

器官”。在数字化的加速中，我们出现了知识短路、情感障碍、注意力缺陷等问题，在数字超工

业社会的至效主义语境下，“超工业时代个体的扭曲和个体化的丧失”[15] 已经延伸至具有普遍性

的个体精神领域。由此而言，作为整体存在论的劳动美学与作为个体生存论的劳动倦怠之间显示

出调和的困境与难以破除的张力，个体生存论的劳动倦怠发展出整体性的倦怠困局。当“关键的

问题在于‘过劳’由被动性到自发性的根本性转变”[16]50 时，作为整体性的倦怠社会就成为某种必然。

这种“必然”既有新自由主义社会和精神教化的奸险逻辑，即“功绩社会的主体倦怠感来自新自

由主义精神下的‘成就自我’和‘效率崇拜’。自我和外界都产生命令，主体受到来自内外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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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夹击。主体将自己作为有待发展完善的功能主体，将自我剥削归为自我实现” [16]52，还有数字技

术加速主义的无耻圈套，最重要的数字技术加速表现为平均的数字劳动速度的加速提升，即数字

技术让数字社会进入持续性和整体化的加速阶段，并且“归根到底，数字加速是数字社会本身的

加速，即数字变迁的速率本身发生了改变，这使得数字劳动者的数字态度、数字价值、数字社会

关系、数字生活习惯等皆随着不断提高的速率而产生某种程度的改变” [17]56-57。由此产生了我们每

一个“‘个性化’的数字劳动选择仅仅为数字系统化调控的结果，并非具有真正的自由，而是被

迫在数字社会加速下持续生产‘剩余数据’。数字社会加速变成自驱式的内部循环系统。这一内

部循环系统导致了数字时空异化、数字生活世界异化和数字自我异化三个紧密联系的数字异化层

面” [17]55。“三重异化”使得作为整体存在论的劳动美学用之于作为个体生存论的劳动时举步维艰，

倦怠只是一种结果和表现。

（二）作为技术决定论的劳动美学与作为自我生成论的劳动观念之困

马克思在《国民经济学大纲》中对科学技术的巨大价值作过这样的描述，“仅仅詹姆斯·瓦特

的蒸汽机这样一项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 50 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扶植科

学所付出的代价还要多” [18]29，并且“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 [18]44。这些论述与“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的表述具有内在一致的逻辑。这些论述当然是科技进步论而非技术决定论，二者

的显著区别在于，前者推崇科学技术在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中的显著作用，但人仍是主导力量而

非技术，后者则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决定性力量。严格的技术决定论者还声称，

追求效率和功用的内在驱动力是扎根于技术和使用技术的社会之中的，并认为技术变革是一个从

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技术推动我们加强了对自然的控制，获取我们的一切生存所需。然而，技术

决定论“由此假设人民是技术的被动消费者，这从历史上讲是错误的” [19]。人民不只是技术的被

动消费者，也是技术的创造者、开发者。人们不仅在消费技术及其创造物，也在通过使用技术和

技术物创造美好生活，技术不是目的而是工具，人不是工具而是目的。

谈论技术决定论的劳动美学含义在于，一是技术进步是否必然带来劳动美（甚至是生活美、

生存美），二是技术工具的进化是否必然带来劳动的简洁高效，进而实现人的休闲解放而非倦怠。

马克思劳动美学的一个关键观点是超越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对劳动的抽象定义与对现实劳动和具体

劳动中的普通劳动者的贬低，达成对无产阶级基于劳动的解放的崇高美学建构。“马克思对劳动

对象性内在特质的发掘，既完成了对劳动建构人本质的形而上学提升，又使劳动升华成对美的创

造性活动、体验性过程和享有性感受。” [20] 这样一来，马克思的科技进步论与劳动美学论的统一

就不是单一的科技进步决定劳动美，而是人在劳动中蕴含美的创造活动、美的体验过程、美的享

有性感受过程。这一观点并不排斥技术，而是显著表明劳动美学的关键不是技术而是人本身。这

种观点从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在化过程、自我生命本真化过程、自我个性建构化过程来理解技术（亦

包括由技术所创造的技术人工物、生产的商品等）。据此而言，技术进步是否必然带来劳动美的

答案不言自明。当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当元宇宙、ChatGPT 等宣称如何提

高劳动效率和创造无比美好的生活前景时，同样也带来了劳动加速主义运动和社会化的倦怠情绪。

对于工作，我们庖丁解牛式的“工匠精神”变得匮乏；对于劳动，效率至上主义占据上风。韩炳

哲通过阿伦特看到，“现代社会是劳动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类被降格为劳作的动物，也因此

丧失了产生上述（英雄主义）行动的一切可能性。……现代人类却被动地陷入一种去个性化的生

命过程之中。思想也被简化为大脑的计算功能。一切积极生活的形式，无论是生产抑或行动，都

被降格为劳作的层面”[3]28。诚然，现代社会不等于技术社会，但是将技术升级到决定论高度、将

工具升级为目的本身，都不是真正的人的社会和劳动美学的社会。

如果技术决定论的劳动美学已经在由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元宇宙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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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技术）所主导的平台、媒介、舆论上升为功绩主义劳动美学时，自我加速、自我剥削中

的劳动倦怠似乎不可避免。人的劳动观念在倦怠社会和自我功绩主体观念合流挟持下，就会不可

避免地走向劳动非美学的境地，就会“从活动生命走到倦怠劳动”，就会发生“功绩社会下的内

卷与焦虑”，“所谓躺平便意味着人们已经放弃了对自身的消耗，自愿堕入不稳定性之中” [21]。

从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技术工具的进化是否必然带来劳动的简洁高效，进而实现人的

休闲解放而非倦怠——技术工具进化确实带来了劳动的简洁与高效，但并未实现人的休闲解放，

反而引发了倦怠。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有一个著名的描述，“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

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

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18]165。这里描述的不仅是劳动也是社会分工，更是

对何谓休闲的描述。从哲学视角分析，“休闲并未处在与时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中，而是作为一

种自我持留或纯粹的逗留。逗留的意义在于，当主体发觉自身静止不动或无所作为时，既没有急

于摆脱‘令人不耐烦’的状态，也没有表现出某种无法自控和遭受苦痛的状态，而是回归到纯粹

的逗留之中” [22]。虽然马克思所谈论的是针对劳动的描述，实际上也是在谈论休闲。休闲对应的

是“逗留”，这种“逗留”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自持”，它不是急于摆脱繁忙，也不是无法控

制或遭受痛苦的状态，甚至不是找个作为心安之处的时空，而是休闲带来了心安的时空。现代智

能技术为人类的劳动、游戏、休闲创设了无比多样的工具和方式，但是，所有这些都依靠一种“网

络依赖”的方式进行着，劳动是网络的，休闲也是，如果以自持的“逗留”观之，网络的游戏、

休闲甚至不是休闲而就是“工作”，因为一方面这已经不是“逗留”而是“沉迷”，已经不是娱

乐或休闲而是工作和劳动。这种沉迷不是没有代价的。从数字劳动的“免费性”观之，我们正在

为大平台和大数据公司贡献我们的“眼球经济”，我们正在参与“受众劳动”并贡献“受众商品”，

我们的“观看”行为成为互联网产销者劳动。正如福克斯所言，“脸书、推特和谷歌的用户永久

地创建了被监控和商品化的内容及数据，致使在线行为实时总监视能够产生一个数据商品，从而

依据用户兴趣和活动发送定向广告” [23]。这样一来，技术工具在带来劳动的高效便捷的同时，却

也让人要么陷入持久工作、劳动的泥潭，要么陷入虚空网络的游戏休闲的深渊；要么被动成为互

联网产销者，要么变成互联网商品的受众。

总之，作为技术决定论的劳动美学与作为自我生成论的劳动观念，都在生发倦怠社会的精神

政治学之困。如何认清和超越技术决定论，如何规避智能社会的劳动陷阱，回归马克思主义劳动观、

休闲观、生活观，是人们是否能够获得休闲自持与倦怠疏解的关键。

（三）神圣时间：一个倦怠社会的时间辩证法之困

马克思对工作时间有过这样的描述：“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

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

等。” [18]407 这个涉及无产者工作时间延长的问题直接点出了机器推广、分工细化等诱因。此刻，

工作时间延长类似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人作为产业军的“普通士兵”，“他们在每日每时都受机器、

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 [18]407 下的被动延长。然而，当代数字社会

是一个功绩社会和自我加速的社会，工作时间的延长已经以弥散性质、“自由时间”形式融入数

字化工作全过程，工人的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已经模糊，平台时代的劳动和价值创造已经出现“活

劳动的社会性弥散，以及剩余价值创造过程的社会性弥散” [24]。这样一来，似乎劳动越来越自由、

劳动时间越来越自治，但这种“自由”劳动与“自治”时间带来的却是过劳症的精神折磨和自我

精神世界的消解。自我实现（自我绩效）和自我毁灭（自我倦怠）合二为一。受制于数字资本和

平台雇佣形式的限制，劳动者拼命加速，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零工从业者如同阿甘本所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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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神圣人”，就连互联网的“大厂工人”也已经深陷畸形的加班企业文化之中，在加速化的“神

圣时间”内不断过着无假日、无闲暇、无逗留的“神圣生活”。然而，“功绩主体幻想自己是自由人，

拥有绝对主权，却处于效率的禁令之下，使自身成为神圣人” [3]86，承担着赤裸生命下的沉重。这

种沉重似乎与马克思时代的工人阶级有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工厂生产的是无产

阶级，数字时代的互联网平台生产的是“无产阶级化”的拼命加班的“神圣人”和被数字平台排

除在外的“神圣人”。拼命加班的“神圣人”将自己困在一种不断加速、围绕自身旋转的疯狂竞

争（Hamsterrad）之中 [3]74，而被数字平台排除在外的“神圣人”成为人们常说的“无用之人”，

前者在疯狂竞争和自我加速中失去时间自由，后者则被排斥在劳动时间之外。这样一种时间机制

就是神圣时间，它构成了一个倦怠社会的时间辩证法。

在神圣人的神圣时间辩证法内，人们患上了过劳症、歇斯底里症，休闲时间被数据中介变为

工作时间，经济生命大于一切其他形式的生命，数字虚体代替疲劳身体在数字界面和各类 APP 中

穿梭遨游，力图让现实身体恢复活力、抵消倦怠，实际的结果却是更加呆滞的眼神、更加僵硬的身体、

更加迷离的精神的出现，人变成如同“僵尸”一般的怪物。既然数字化的常态是以虚体为中心构

筑的僵尸学，那么，那些被数字化的生态圈剥夺了环世界从而沦为新时代的赤裸生命的个体就变

成了怪物 [25]。 在倦怠社会的神圣时间内，韩炳哲用“禁锢在没有节日的时代”来形容，这种判断

是指人们由于繁忙、操劳无暇顾及节日和进行庆祝，人们无法在神圣时刻寻找内心的悠闲和与“神”

联结。节日时间是另一种神圣时间，它具有特殊的意义。然而，“如今由于工作、效率和生产变

得绝对化，我们失去了一切节日和神圣时刻。工作时间变得极端化，它破坏了一切节日和庆典” [3]91。

事实上，如今的人们忙于寻找各种过节的理由，试图放慢脚步、召唤曾经的自己。他们如下饺子

般涌入旅游人潮、健身场馆、购物网站，“报复性”地旅游、健身、购物，试图通过这种“强硬”

方式舒缓自己、瓦解倦怠。然而，事实上，由于倦怠围城未能拆除，加速主义、绩效主义未能消灭，

短暂的休憩未能解决根本性的倦怠之困。悠闲生活和自我生命未能成为真正的叙事逻辑，社会个

体依然遵循倦怠社会的逻辑重新起航。

三、何种精神政治学能够支撑起倦怠社会的劳动美？

已经是倦怠社会了，何谈劳动美学呢？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学把“自由”作为一种统治术，

以精神自治和行为自由作为驱动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系统的最佳模式。当经济系统中出现

数字技术和算法模型作为驱动工作的典型时，人们对日益被数字化技术和智能算法发展带来的生

产关系等方面的巨大变革感到不适 [26]，竞争性内卷也因此催生 ，劳动自然变得不是美学的而是焦

虑和内卷的。从事实来看，数字技术支撑的经济模式和算法驱动的工作模式不会停歇，“量化经济”

和“量化自我”会一同进行。数据主义和智能算法已经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开启了新的数据启蒙

主义运动。不管你承认与否，我们都需要在新的数字化时代中重建自我的精神状态，以应对倦怠

社会的冲击，回归马克思主义劳动美学。

（一）弱化自我加速和功绩主体定位，防止劳动畸形

马克思针对异化劳动问题曾这样描述：“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

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

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18]53 这种批评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资本对工人和劳动的剥

削本质。劳动创造了美，但是，资本的贪婪却使得劳动畸形化、加速化，无论泰勒制还是福特制，

都是一种绩效主义的表现。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泰勒主义也演化为对数据、算法、人工智能无可

 “神圣人”是古罗马法中一种因罪而被排斥到政治共同体之外，可被任何人杀死的人物。参见：张凯 . 神圣人 [J]. 外国文学 , 
2020(6): 8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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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拟的信任，人被还原为比特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加速运动，启动了数字

资本的“速度辩证法”。“数字资本主义主要呈现为‘数字泰勒主义盛行’与‘生活生产化’。

前者表现为劳动工具统一化、劳动操作极简化和规训手段自动化，后者表现为生活空间工厂化和

生活时间殖民化” [27]。生活空间的工厂化、生活时间殖民化实现了资本对每个人的生活世界殖民

化的可能，一种绩效主义生活化的主张变得合情合理，反之，个体就会被排斥。自我加速和功绩

主体成为自我定位的首选，这恰恰是劳动变得畸形、人变得异化的开端。因此，在对抗由资本、

企业文化、社会系统生成的加速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作为劳动者的人不能陷入自我加速和功绩主

体的定位之中，而是要回归劳动的本质状态，即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美，而非人沦为效率机器、

异化成愚钝和痴呆状态。只有认清加速主义的本质危害、超越过劳的观念和行为限制，才能防止

劳动畸形和人的异化。在实践中要注意防止两类“过劳症”，“一类是由于竞争压力等外在强制

力被迫选择长时间超强、超时的工作，常用‘强制自发性’来刻画该类群体特征。而另一类群体

则会表现出强烈的成功感、自我追求完美的内驱力所导致的主动选择过度劳动” [28]。要避免成为“焦

虑社会”的制造者和参与者；要注意从观念认识层面、精神政治层面建构美好生活视域下的劳动

精神，而非陷入倦怠精神状态下的劳动“异人”；要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对劳动本质的界定和美好

生活的主张，将“被商品化全面渗透的生活并非美好生活，被货币所物化和赋魅的生活并非美好

生活，被资本逻辑所宰制的生活并非美好生活” [29] 的观念植入劳动精神塑造之中。

（二）主动建构抵消数字资本、技术平台牵制的生活模式，回归美好生活

当下倦怠社会的各种观念、互联网技术平台和自媒体传播机制深度融合，构造了一个强大的

数字劳动观念网络，如同传染病一般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选择和工作劳动态度，积极主义和

消极主义、加速主义和倦怠主义充斥于各类人群之中。不得不说，数字资本和技术平台在构建一

种新型经济模式的同时，也在打造新型的数字新教伦理和文化。因此，必须认清“现代社会不是

通过显著的规范准则，而是通过‘数字规则’所形成的隐秘规范力来进行社会调节与生产分配” [30]

的阴谋，消除其对个人时空、生活工作观念进行数字裹挟的危害。依据阿伦特对劳动、工作、行

动的定义，“劳动的人之条件是生命本身”，“工作的人之条件是世界性”，“行动，是唯一不

以物或事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与之对应的是复数性的人之条件” [31]。虽然阿

伦特把劳动视为生命本身，将工作视为与人存在的非自然性相适应的活动，有贬低人之条件的劳

动价值和工作价值之嫌，但其所主张的积极生活需要以行动作为条件是应该给予肯定的。这种积

极生活既不是盲目、毫无节制地投入重复性的劳动或工作，也不是无思考、无批判地盲从跟随他

人的观念行为。积极生活是一种沉思性的、选择性的实践生活，因为“人要展现自己的个性、呈

现自己是‘谁’，就必须在人们之中与他人一起行动，即成为行动者” [32]。阿伦特所主张的积极

生活或许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排除事或物的功利性目的“善政”和良知生活形式。这种主张给予我

们的启示与拷问是：“在结束生活之必需的阶段后，劳动将自身独立化和绝对化为目标本身” [33]

是否合适？特别是当下数字时代，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在很多场合实现了对人类劳动替代的情况

下，休闲至关重要。然而，数字资本和技术平台却在延长人的劳动时间、加强对人的精神控制，

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的占有与剥削。因此，数字社交平台把休闲变成一种展示活动，旅游打卡、

美食分享都成了“积极生活”的写照。然而隐藏于这种“积极生活”的数字展示背后的可能也是

一个过劳者和倦怠者，休闲是为下一步的出发服务，为再一次的加班提供润滑剂。这一问题的关

键不是不要休闲，也不是不要展示，而是说要走出数字资本和技术平台构造的所谓“积极生活”

幻象，以身体现实为根基、遵从劳动的本质规律性和美好生活的实际去工作、去生活，以沉思性

的积极生活态度“反凝视”数字化的“凝视”。我们应对数字资本和技术平台构造的工作模式和

生活方式保持必要的谨慎态度，通过反省自身和领悟美好生活真谛的前提，策划劳动活动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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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能陷入海德格尔所批判的在世存在的无限操劳与操心状态，从而失去了某种可能的“诗意地

栖居”的美好生活。

（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生活观和劳动观，构建劳动美与生活美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创造新世界、新生活的解放哲学，这一创造的主体是无产阶级自身，创造

的方式是通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劳动和实践，创造的结果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最终目的是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过上幸福而美好的生活。这样一来，无论是无产阶级解放还是人类

社会解放，都与劳动和生活的美好目标紧密关联。“马克思哲学的生活立场体现在生活的主体性

立场、批判性立场、历史性立场、实践性立场和创造性立场上。”[34] 主体性立场表明无产阶级和

整个人类是美好生活的主体；批评性立场是对什么是真正美好生活的建构，将商品拜物教、货币

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生活排除在外；历史性立场表明现实生活及其所依靠的历史实践的价值，

实践性立场肯定了劳动实践创造美好生活的意蕴和价值；创造性立场表明美好生活是创造出来的

而不是想象出来的观念。基于对美好生活的蓝图构建劳动的实践场域，基于对美好生活的愿望采

取劳动实践的方式，基于对美好生活的掌控化解倦怠社会的焦虑、内卷，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生

活观与劳动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倦怠社会的劳动美是否受到挑战，根源在于我们持有何种生

活世界观和劳动观，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

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18]147。生活观

影响劳动观，生活方式影响劳动方式，生命的方式由生活的活动和劳动的活动共同构筑。在日益

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社会的劳动场域之中，在日益丰富化，甚至有些过度物质化的商品世界面前，

在一个数字化表达和展示主导生活观念建构的时代，我们需要重新挖掘马克思将人的劳动作为“生

命活动”的定义价值，对劳动观、生活观、生命美学观进行重新审视，从而拯救日益倦怠的个体

之精神政治学。巴迪欧曾对年轻人谈论何为真正生活时说，你们生活在一个危机的时代，这个危

机不是缺乏自由的危机而是自由过度的危机，“这是一种消极的、消费主义的自由，它注定要在

各种商品、各种时尚、各种意见之间不断变换。它没有为真正生活设定一个新的方向。……因为

社会激进用虚假的竞争生活和物质性的胜利来反抗青年的自由，确定究竟什么才是创造性的和积

极的自由，或许是即将到来的新世界的任务”[35]。虚假的竞争生活和短暂的物质性的胜利不能带

来真正生活的答案，只会让人陷入加速倦怠和消费主义陷阱之中。

现在是我们真正需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生活观和劳动观、构建劳动美和生活美的时候了，只

要我们对虚假自由说不，对物质性、商品化的物化积极生活保持必要距离，对何为真正生活保持

本真性认识和切身性感受，对倦怠社会中的自身价值有清醒的了解，那么，应对倦怠社会劳动美

困境的精神政治学，就藏在我们自己的脑海里，也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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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iritual Political Examination of Labor Aesthetic in the Fatigue Society

Abstract: Han Bingzhe refers to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that is exhausted and tired due to overproduction, overwork, and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explosion as the fatigue society, a society of achievement and positivity, rather than laziness and negativity. Work alcoholism becomes the spiritual politics 

of the individual, while self-acceleration and self-violence become the key to success. In the fatigue society, self-spiritual violence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active consumption and hedonism become the supreme choices to alleviate fatigue. However, the labor aesthetic in the fatigue society presents three 

dilemmas: the dilemma between labor aesthetic as a holistic ontology and labor fatigue as an individual survival problem, the dilemma between labor 

aesthetic as a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labor concepts as self-generation, and that of the dialectic of time in the sacred time of the fatigue society. 

Hence, only by establishing a Marxist view of the life and labor, weakening the positioning of self-acceleration and achievement as a subject, preventing the 

deformity of digital labor, proactively constructing a lifestyle that counteracts the restraint of digital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platforms, and returning to the 

essence of a beautiful life, can we build labor and life aesthetics

Key words: digital society; fatigue society; accelerationism; labor aesthetic; a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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